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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之比較憲法案例研究
─以人性尊嚴為中心
李  麒＊、侯沂淳＊＊
摘要
通識教育中安排大學一年級生選修憲法課程，主要目的在培養國民守法精神。比較憲法案例教學突破傳統教課書之授課方式，每週以不同主題為課程核心，以案例討論方式提高學生對憲法課程之興趣，並增加該課程之廣度與深度。 案例研究方法屬於憲法課程新的教學模式。
本文以「人性尊嚴」案例教學為中心，比較美國、日本、韓國及德國之最高法院判決，針對死刑、無期徒刑等相關議題加以比較分析，作為我國現行法制之參考，結論部分就比較憲法之研究方法則以「本土化」思維為中心，引進外國制度必須考量是否符合本國歷史、文化與風俗，以免發生「曲高和寡」或「水土不服」之現象。
關鍵字：通識教育、比較憲法、死刑、無期徒刑、最高法院、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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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 Study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a Human Dignity–centered methodology

Lee  Chi＊＊＊、Hou Yi Chun ＊＊＊＊
Abstract

    In Taiwan’s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freshman college students are offered an elective course in Constitution study, the main purpose of which is to educate citizens to appreciate, understand and abide by the spirit of the law. The use of case studies i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 studies breaks through typical text-based learning. Students are introduced to a different central topic every week. Guided discussion of case studies raises college student interest in Constitution study, and broadens and deepens the course perspective. The discussion and interrogation of case studies in Constitution study represents a new education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pproaches case studies from a ‘Human Dignity’ perspective. It examine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decisions reached by the Suprem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Korea and Germany on issues such as the death penalty and life imprisonment. It encourages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n current debates on the legal system in Taiwan and conclude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role of ‘Nativism’ in any research comparing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In contempla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institution of any foreign legal system, due consideration must be given to its appropriatenes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background. Failure to do so may result in attempts to transplant a legal system that lacks context and does not sui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Death Penalty、      Life imprisonmemt、Supreme Court、 Na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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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之比較憲法案例研究
─以人性尊嚴為中心

李  麒、侯沂淳

壹、人性尊嚴之意義及其法理基礎
在個人生活領域中，人性尊嚴是個人「生存形相之核心部分，屬於維繫個人生命及自由發展人格不可或缺之權利
。」人性尊嚴被稱為憲法秩序之基礎或基本權利之核心範圍，在西歐人性尊嚴思想之起源有三說：
第一、源自Thomas von Aquin的「 hominis dignitas」理念
      Thomas von Aquin為中古時期神學家，認為人具有理性，此為與其他動物之最大區別，人可根據理性獨立自我規範，自我發展、形成及實現自己之生活與生命，此種能力就是hominis dignitas，人性尊嚴因此而生。
第二、源自於Kant的道德律
      Kant認為人本質理性最重要之標準在於道德自律(sittlich Autonomie)，道德自律就是人性尊嚴及理性本質之根源。
第三、基督教之神學理論
自中古世紀以來，西歐受基督教文明影響，人之所以有人性尊嚴與價值，在於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塑造而成，所以人超越其他被創造物，與其他生物不同，擁有自我獨立價值，為世界之統治者，同時被上帝賦予理性、自由、人性尊嚴與價值。
    十六世紀起人作為法秩序下之主體，即權利義務之主體，其後受到啟蒙時期自然法理念影響，1811年奧地利民法第16條規定所有人自出生就享有理性所帶來之權利，並因此被視為個人。此種人之個人性所帶來每個獨立個體自我價值就是上述Thomas von Aquin所稱人性尊嚴之本質
。二次大戰後，德國反省戰爭中對猶太人之行為，於基本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得侵犯，將「人性尊嚴」作為基本法之最高價值，配合基本法第2條觀察，國家不得侵犯人性尊嚴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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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質內容，於是形成每個人民私生活不可侵犯之保護領域
。我國為大陸法系國家，憲法思維繼受德國法制與理論，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人性尊嚴在我國法制體系之定位。
我國憲法本文並無「人性尊嚴」用語，僅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關於人性尊嚴之憲法依據可分為三說
：
第一、人性尊嚴之保障是先於憲法存在，不待憲法規定國家即須保障，憲法即使規定，亦僅具事後確認性質，不影響人性尊嚴之原權(Urrecht)或固有權之地位。
第二、由憲法第二章所列舉之人民自由權利個別保障範圍內(Schutzbereich)推演出保障人性尊嚴之內容，縱然無法從列舉之人權清單來推求，至少亦可從概括保障規定（憲法第22條）中得到依據。
第三、以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為依據。
第一說之學者認為我國憲法雖未若西歐各國憲法，對保障人性尊嚴之原則有明文規定，但鑒於人性尊嚴思想乃憲政國家精神根基所在，本無待憲法明示，且綜觀我國憲法中所規定之民主原則、種種基本人權保障規定，基本國策中關於社會安全之要求等，解釋上當以人性尊嚴為我國憲法當然之保障內涵，不限於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定之婦女人性尊嚴之維護
。本文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屬於基本國策規定，若基本國策中有關「基本權利」之內容，依解釋之推導，仍在「列舉權利
」之保護範圍內者，該基本國策之規定，應可直接作為基本權保障之依據，例如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引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現第十條第六項）之消除性別歧視，並於解釋理由書表示以「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功能角色不同」，所為差別待遇不違反平等原則，足見該規定尚在平等原則之「射程範圍」內。由於人性尊嚴不在「列舉權利」內，則直接援引基本國策之條文，尚須加引憲法第二十二條為依據，使其進入憲法第二章體例內，發揮憲法第二十二條之保障媒介功能
。故該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不能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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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人性尊嚴之憲法基礎，現階段可以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或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保障。」作為基礎
。以後若強調人性尊嚴之重要性，可於修憲時另為具體明文規範。至於主張人性尊嚴為憲法根本價值，不宜將其定位於憲法第二十二條概括條款中，而應將之視為憲法之當然內涵由憲法整體規範導出
。本文不採此說，因為「人性尊嚴」一詞乃源自德國基本法第一條之規定，德國將人性尊嚴入憲，有其納粹殘害猶太人之歷史背景，且有基本法之明文規定，我國並無相同歷史背景，如欲加以引用，自宜在憲法中尋得具體條文為據，目前憲法第二十二條正可作為引渡條款。泛言由憲法整體規範導出人性尊嚴，具有高度自然法色彩，雖可認為基本人權為原權（自然權），是人所以為人當然享有之權利，先於國家而存在，具有固有性、普遍性與永久性，不論何時、何地、何人（本國人或外國人），皆能普遍適用，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欲保障者多屬此類不可侵犯與讓渡之人權，但由於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在實際運作上產生極大衝突，因此有必要將原權實證化，藉以警示、約束政府，德國將本屬原權之人性尊嚴保障，以基本法第一條人性尊嚴條款，納入基本權譜系內，目的即在約束政府。我國此種原權層次之保障屬於憲法第二十二條概括基本權功能建構所保護之法益
。
人性尊嚴是否為普世價值？應自比較法加以考察，日本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任何國民身為個人應受尊重。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於不違反公共福祉範圍內，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應受最大之尊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關於配偶之選擇、財產權、繼承、住居之選定、離婚、婚姻及其他有關家族之事項法律應立足於個人尊嚴及兩性之本質性平等上制定之。」日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是對組織構成社會的自律底個人，確保其自由與生存，以維護其人性尊嚴，此種人類天然固有之權利乃先於憲法之前存在的權利，再由憲法予以確認為實體的法底權利，因而，不必以自然法為根據，來承認人權；只要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社會權公約與自由權公約）序文所言「源諸人類固有的尊嚴」即可。這種人類尊嚴之原理又稱為「個人主義」，日本憲法將此種思想，以「所有國民，均以個人地位而受尊重。」（日本憲法第十三條）的原理，予以宣示
。日本憲法上之個人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價值在於個人，尊重個人勝於一切之原理，此處所謂之個人非抽象之一般人，而是具體、活生生之一個一個人。個人主義一方面反對犧牲他人而追求自己利益之利己主義，他方面否定為「全體」而犧牲個人之全體主義，認為任何人皆具備自主性人格，平等受尊重。其為現代意義之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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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與德國基本法之精神無異
。因此，日本憲法第十三條所稱「個人尊重原則」與第二十四條「個人尊嚴」之規定，應該與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人性尊嚴」為相同之解釋
。
德國基於對納粹時期之反省，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之尊嚴乃一切國家權力之義務。」，在基本權價值秩序中成為最重要之基本權。雖然人性尊嚴並非權利，而是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卻是不得侵害之最重要基本權，例如以人工受精方式在試管中作人類培養、使用測謊器令嫌犯為犯罪自白等皆違反人性尊嚴而被禁止。故同條第2項規定基本人權為人類固有權力，不得讓渡。其重要性由基本法第79條第3項規定「第1條規定之原則，不得以修改基本法之方式加以變更」加以表明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人性尊嚴界定為：人性尊嚴之概念，受憲法規定人的概念之影響。憲法中的人，不是指能自我控制之個人，而只是存在於社會中，負有許多不同義務的人格主體。人性尊嚴之概念，其內容在開始的時候係由預防侵害之觀點加以決定：不能把人當作單純之客體對待( BVerfGE 27,6.)。國家或私人之行為，原則上不能質疑其主體之性格，或貶抑其作為人的存在所擁有之價值(BVerfGE 30,26.)。侵害人性尊嚴之案例：例如刑求、奴隸、滅絕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不人道之刑罰及處遇、殺害所謂無生命價值之生命、以及以人作為實驗之客體。判例與學說形成之案例，例如禁止國家把人民當作是單純之客體，強制要求人民登記其所有之個人事務，以及將人民作不同之分類(BVerfGE 27,6.)。原則上，國家應保護個人資訊；此外，在刑法上，罪與罰必須相當，不能以刑罰作為嚇阻手段，因而判處較重之刑期。
貳、人性尊嚴之保護領域
    在民主國家中，人民應該被當作基本權主體而受尊重，基本權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人性尊嚴強調，人之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且不以人之實際存在為要素，故「人性尊嚴」不始於出生，亦不因死亡而終止對其應有之尊重
。但亦有認為人類生命存在何處，人性尊嚴即在何處，亦即「生命何在，尊嚴就何在」。死者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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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在人性尊嚴保護之列
，或以人性尊嚴所顯示者，乃個人在團體中之價值與受尊重之表達，因此個人之「已存在」成為享有之前提，所以對未出生之胎兒，原則上應以生命權保障，而非人性尊嚴之保護領域
。憲法上權利乃一身專屬之權利，人死亡時其人權主體性同時消滅，歸屬於個人之權利死後不能永遠存續，但立法者可以賦予死者法之利益，例如立法保護死者名譽等
。
人權所涵蓋之範圍應是生命之整個過程，無論是「出生之前」(Before Death)、「生死之間」(Between Death and Life)、「死亡之後」( After Death)，均是人權所要保障之主體。以人權角度言，下列探討有其意義：
第一、就生命延續言，肉體「圓寂」後，精神上靈魂是否存在，或許各有見地，但對「未亡人」而言，亦有其慰藉功效與意義，故往生者並非單純「死亡」而已。
第二、就生命意義言，往生者身體生命結束時，是否即可完全決定身後「靈魂」之價值與意義非無疑問，不宜以身前所為行為，斷定身後之未來，以人權角度言，對死者身前行為應「存而不論」，以維護死者之尊嚴。
第三、就社會道德言，依社會學研究，任何人在整體社會中，總具有某種「不同領域」或「不同程度」之社會貢獻，在其往生後應給予必要且尊重之安頓，此種最低程度之尊重，乃社會存在最基本之社會倫理。
第四、就人道理念言，人本身就是價值、目的，無論生、死，人與人間總有相互責任與義務，人類尊嚴存在於前述出生之前、生死之間與往生之後，刻意忽視「往生者」之人權，乃一種理性上自我否定或道德上之自我諷刺
。
例如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規定：「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同法第5條規定：「前項死亡判定之醫師，不得參與摘取、移植手術。」器官移植須經死者生前書面或遺囑同意；或死者最近親屬書面同意；或死者生前為捐贈之意思表示，經醫師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方得為之(同法第6條)。衛生機關、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受委託之機構、團體及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知悉願意捐贈器官及等待移植者之姓名及病歷資料，不得無故洩漏(同法第10-1條第3項）。醫師摘取器官，不得及於其他非必要之部位。但移植眼角膜、視網膜時，得摘取眼球。醫師摘取器官後，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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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外觀或就摘取部位為適當之處理(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上述規定乃對往生者之尊重，亦屬人性尊嚴之表現。下列情事對往生者則屬有違人性尊嚴之舉，例如棄屍、分屍、無主墳墓、鞭屍、濫葬等，具體改善途徑為自健全生死學之生命教育、人性化與制度化殯葬管理與教育等方面著手
。
參、人性尊嚴之比較憲法分析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首次涉及「人性尊嚴」之第372號解釋謂：「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釋字第400號解釋：「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釋字第485號解釋理由書謂：「憲法係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本原則，此觀憲法前言、第一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明。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釋字第490號解釋：「…服兵役之義務，並無違反人性尊嚴亦未動搖憲法價值體系之基礎，且為大多數國家之法律所明定，更為保護人民，防衛國家之安全所必需，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及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並無抵觸。」釋字550號解釋理由書：「…社會福利之事項，乃國家實現人民享有人性尊嚴之生活所應盡之照顧義務…。」釋字第567號解釋理由書：「…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許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釋字第603號解釋謂：「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許玉秀大法官在釋字第646號解釋提出不同意見書謂：「刑罰規範涉及生命的剝奪，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針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應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因為對人身自由之限制，直接貶抑個人人格，而損及人性尊嚴；針對財產權之限制，則可採取中度審查標準，因為對財產權之限制，比較可以與人性尊嚴相區隔。…如果財產權的剝奪也達到剝奪生存工具之程度，而能與侵害人性尊嚴相連結，自然也可能受較嚴格的審查。總之，基於對人性尊嚴之絕對保護，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應該接受嚴格之審查。」綜合上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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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知，人性尊嚴為憲法核心之價值秩序，應受尊重與保護，但考量各國社會文化、風俗、道德與憲政歷史成長背景，相同議題是否均構成人性尊嚴之違反，則有不同之界定與標準，因此人性尊嚴可以描述，但難以具體定義。以下自比較憲法觀點，分析各類案型。
一、死刑與人性尊嚴
案例事實1

    請求人某甲因犯殺人及強姦罪，經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判處死刑，在提起上訴同時以規定死刑之韓國刑法第250條第1款、第41條1款，規定死刑執行方法之第66條、規定刑場之行刑法第57條1款之規定違憲為由，向最高法院聲請違憲審判，該聲請經最高法院駁回後，根據韓國憲法法院法第68條2款之規定，向憲法法院提請憲法訴願審判請求。本案審判對象為刑法第250條、第41條、第66條、行刑法第50條。刑法第250條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41條規定刑罰種類包括死刑；第66條規定死刑在刑務所內以絞刑方式執行。行刑法第57條1款規定死刑在監獄內之刑場執行。本案爭點在死刑規定是否違反憲法規定？憲法保護生命權之規定是否與死刑制度相矛盾？死刑制度是否剝奪人性尊嚴與價值？
判決內容
    韓國憲法法院於1996年11月28日判決，認定刑法第41條第1款、第250條規定合憲。生命是有尊嚴的人類存在之根源，有些生命權雖然沒有規定在憲法典中，但生命權作為人類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之基礎，是一種自然法上之權利，構成憲法規定之基本權前提。生命權作為絕對之基本權，從理念上不能成為法律保留之對象，但從實質面言，生命權實際上成為法律保留之對象，即對人之生命不宜作出社會科學的或法的評價，但為了生命權成為憲法上之基本權，並從法律上揭示其意義時，它不能成為超越規範的永久妥當權利。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正當理由否定他人之生命或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時，國家法律有必要揭示他人生命和公共利益優先保護基準。此時生命權雖然在理念上具有絕對之價值，但對生命權不得不作出法律評價，生命權本身成為韓國憲法第37條2款規定之一般法律保留之對象。
憲法對剝奪人存在根源生命之死刑沒有作出具體肯定或否定之規定，但憲法第12條1款一切國民不依法律和正當程序不受處罰、保安處分或強制奴役之規定；第110條4款非常戒嚴下之軍事審判在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可實行單審，但宣告死刑者除外的規定觀察，至少在字面解釋上以間接形式承認依法適用作為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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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刑制度。一切人之生命作為自然存在具有同等價值。當同等價值之間出現衝突或重大公共利益之損害時，有保障國民生命、財產義務之國家必須優先保護一種生命或公共利益，對否定人生命之犯罪行為的非法效果，在限定之範圍內實施死刑是出於人對死亡之本能恐懼，是與犯罪之報應要求相結合的「必要之惡」而不得已所選擇之方法，現在仍有其合理之功能，在此種意義上，死刑制度並不違反國家憲法規定之比例原則，是國家憲法本身預想的刑罰之一種，至少現在並不違反國家之憲法程序。
    從韓國之文化水平及社會現實觀察，完全廢除作為刑罰之死刑是不妥當的，死刑制度不違反現行之憲法秩序，但死刑此種刑罰的確具有國家以法之名義剝奪人的生命之「制度殺人」屬性，在韓國刑事法律中比較廣泛地以法定刑規定了死刑條款，與行為之非法之間是否保持了合理之比例關係是需要探討之問題。雖然作為法定刑之死刑是妥當的，但宣告死刑時必須慎重。我們可以暫時不作違憲或合憲之討論，但死刑作為刑罰是否有繼續存在之必要性，是值得關注的。當一個國家文化得到高度發展時，剝奪生命之死刑有可能失去其預防犯罪之必要性，或者國民之感情已經達到此種水平時，死刑制度之廢除是自然的。在此種情形下死刑作為刑罰制度繼續存在必然違反憲法。
從死刑制度具有之公益目的與社會機能之合理性及憲法規定觀察，死刑制度本身並不違反憲法第37條2款之規定。但規定死刑刑罰的個別刑事法條款，在其構成要件行為的不法程度與行為者責任之間顯失平衡時，死刑可能被評價為違背人之尊嚴的殘酷刑罰，或者超越達到刑罰目的所必要之限度時，可能會違反憲法解釋上之比例原則，是一種違憲之刑罰。刑法第250條1款之規定在行為之不法程度與行為者責任間不存在顯失平衡之問題。
本案中兩位法官提出違憲意見，認為憲法第10條確認的人之尊嚴與價值是憲法之最高價值，不得以其他規定加以限制，是最重要之價值判斷。即使是罪大惡極之人仍然是具有人之尊嚴與價值而存在之人類，不得為滿足社會之復仇心理或犯罪預防之目的而採用非人道之刑罰制度。作為刑罰之死刑不同於自由刑，受死刑判決之人沒有改過自新之道德自由，實際上是將個人作為國家或社會全體利益的單純手段或對象，侵害了死刑犯作為人之尊嚴與價值。同時侵犯了宣告死刑的法官和基於職務不得已執行死刑命令參與者之良心自由。從憲法第110條4款但書中不能自然推導出憲法可以規定死刑制度之根據。即使像多數人所主張的，找出間接根據，但因死刑制度本身不違憲，所以上述憲法之規定也是一種違憲之規定，從理論上觀察，憲法規範之間並不具有同等之價值，存在者一定之價值序列，在憲法制定或修改中也有可能出現違反憲法根本價值的憲法規範。對此，憲法法院能否作出違憲判決是值得懷疑的。即使憲法審判沒有糾正其違憲規範之功能，但至少不能賦予違憲規範以積極之意義，以實現憲法之根本價值。人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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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是自然法上之權利，是不能剝奪的，不能成為憲法第37條2款基本權限制之法律保留對象。死刑制度侵害生命權本質內容，對生命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37條2款但書之規定
。
韓國憲法法條
1、第10條
   一切國民都作為個人具有尊嚴與價值，享有追求幸福之權利。國家負有確認和保障個人享有之不可侵犯之基本人權之義務。
2、第12條
(1) 一切國民享有人身自由。非依法律規定，對任何人不得逮捕、拘留、拘禁、搜查或審問。非依正當之法律程序，對任何人不得加以處罰、保安處分或強制勞役。
(2) 任何人不受拷問。在刑事上，不得強制任何人作不利於本人之供述。
(3) 逮捕、拘留、拘禁或搜查時，按照合法程序，出示依據檢察官之聲請，由法官簽發之令狀。但現行犯和可能判處三年以上徒刑之人犯，企圖逃跑或有毀滅證據之虞時，可事後請求令狀。
(4) 任何人在被逮捕或拘禁後，均有權得到辯護人之辯護。刑事被告不能自行委託辯護人時，依法由國家提供之。
(5) 如不立即告知逮捕或拘禁理由和委託辯護人之權利，對任何人不得逮捕和拘禁。在逮捕和拘禁後，應立即將逮捕、拘禁原因、事件和羈押之場所依法通知被逮捕人和被拘禁人之家屬。
(6) 任何人在被逮捕和被拘禁後，均有接受公正法院審判之權利。當認定被告人之口供是以拷問、暴行、威脅、長時間拘禁和欺騙等其他方法所得，並非出自本人意願或者在正式審判中對被告不利之唯一證據為本人口供時，不得定罪和處以徒刑。
3、第37條2款
   根據保障國家安全、維持秩序和公共福利之需要，可依法對國民之一切自由與權利進行限制，但即使限制時也不能侵犯自由與權利之本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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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110條4款
    在非常戒嚴下，對軍人、軍務員之犯罪或有關軍事之間諜罪和哨兵、哨所、有毒飲食供給、俘虜罪中，法律規定之軍事審判採用單審。但宣告死刑不在此限。
案例事實2

    被告某甲殺害其母及妹妹，並將屍體遺棄於古井之中，經法院判處死刑，被告以死刑為殘虐刑罰為由，違反日本憲法第36條規定，主張刑法第199條、第200條有關死刑之規定違憲，提起上訴。
判決內容
    日本最高法院認為生命是尊貴的，死刑的確是刑罰中最嚴厲之刑罰，將人性尊嚴最根本之生命永遠予以剝奪，憲法第13條規定：「所有國民，作為人而應予以尊重。關於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國民權利，以不違反公共福祉為限，在立法及國政上應給予最大尊重。」由本條觀察，在不違反公共福祉之基本前提下，對生命等國民權利不得為立法上限制或剝奪。雖然憲法第31條要求對國民生命予以尊重，但依法定之正當法律程序，可科處剝奪生命之刑罰，為該條所明文規定，因此，憲法與現代多數文明國家相同，對於以死刑作為刑罰是事前加以考慮而承認的，換言之，死刑之威嚇力具有一般預防效果，死刑執行可以根絕特殊社會惡源，基於社會防衛理念，社會整體人道觀優於個人利益，最終必須基於社會公共福祉承認死刑制度存續之必要性。死刑作為刑罰，一般認為不會與憲法第三十六條殘虐刑罰相當，但死刑與其他各種類刑罰相同，其執行方法，應隨時代環境自人道上觀察，如果足以認為有殘虐性時，或者將來法律若規定以火烤、將人綁在柱子上千刀萬剮、斬首示眾、油鍋等方式執行死刑，該法律自然違反憲法第36條之規定（最大判昭23.3.12刑集2卷3號191頁）
。最高法院也認為規定死刑之明治六年太政官布告第六號並不違反憲法第31條之規定，死刑執行之方法雖然成為問題，但死刑應屬合憲（最大判昭36.7.19刑集15卷7號110頁）
。
日本憲法法條

憲法第31條

    任何人非經正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或自由，或受其他刑罰之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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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36條

    絕對禁止公務員實施拷問或殘虐之刑罰。

案例事實3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受死刑之罪或不名譽罪之審判。惟於戰時或公共危險時期正在服役之陸海空軍中或國民兵中發生的案件不在此限。」第八條規定：「在一切案件中，不得課以過多之保釋金、過重之罰金或處以殘酷不尋常之刑。」(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第十四條規定：「各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並不得拒絕其境內人民法律上之平等保護。」(No State shall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美國最高法院對於死刑案件之態度及演變，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美國憲法「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
生效之後至一九七二年為止。第二時期自一九七二Furman v. Georgia至一九七六止。第三階段自一九七六年迄今
。以下就三個案例加以說明：

(1) Furman v. Georgia

    本案將喬治亞州與德州三件死刑案合併審理，三位上訴人 Furman,Jackson,與Branch均為黑人，分別依各該州法謀殺及強姦罪名被判處死刑，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以5比4票些微差距，認為此三案中有關判處及執行死刑構成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因而違反其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九位大法官中只有布南大法官(Justice William J. Brennan, Jr.)及馬歇爾大法官(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認為死刑不符人性尊嚴，且非防衛社會所必需，屬於過度之刑罰。道格拉斯大法官(Justice William O.Douglas)、史都華大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懷特大法官(Justice Byron R.W hite)雖然作違憲判決，但理由是本案中喬治亞州陪審團處死刑之程序過於恣意，而非死刑本身違憲
。布南大法官認為一項刑罰是否是否構成「殘酷與不尋常」，可依四項原則加以判斷。A、刑罰出乎尋常之殘酷。B、武斷科處之可能性極高。C、當前社會實質上拒絕此種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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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沒有理由可以相信此種刑罰比起較不嚴厲之刑罰（如終身監禁）能更有效地達成刑罰目的。依此標準審查，本三件死刑由於州法院武斷地使人遭受不尋常殘酷之刑罰，此刑罰社會不認為可以接受，而又無證據顯示比其他較不嚴厲之刑罰更可以達到刑罰目的。此種刑罰由國家決定結束人之生命，否定人性尊嚴，死刑屬於「殘酷不尋常」之刑罰。死刑並沒有比終身監禁更具有嚇阻犯罪之功能，或更能滿足民眾之報應觀念，它有可能使人更不尊重生命，刺激人性更殘忍，目前執行死刑制度並非保護社會所需
。本案三位被告均為黑人人，其中二人犯強姦罪並未殺人，道格拉斯大法官認為死刑選擇性地適用於黑人、窮人或其他弱勢的社會低階層身上，法律即使在表面上中性，適用上卻有歧視性之後果，亦屬違反法律平等條款而無效。史都華大法官認為死刑之獨特性在其不可回復性，剝奪犯人更生之機會，死刑之殘酷與不尋常猶如被雷擊一樣，有很多人犯同樣之罪，卻只有極少數之人被隨機取樣處死，憲法不許死刑法制可以如此浮濫與荒誕
。不過本判決其實著重於死刑執行之程序要求，而非實質上認定死行為憲法所不容許之行為，故本案判決後各州只好制定新法改進死刑案件之審理程序以符合最高法院之要求
。
(2)Gregg v. Georgia

    本案上訴人因持槍械搶劫並殺害二人被以強盜罪起訴，依新法採取雙階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
)審判。在有罪裁決階段(guilt stage)陪審團認為二項罪名皆成立，在量刑階段（penalty stage）法院告知陪審團可以建議死刑或終身監禁，陪審團決定判處死刑，州最高法院認為本案判決並無忿怒、偏見或其他武斷情事，並比較該州其他類似案件之刑度亦無過度或不成比例之處，因而確認謀殺罪部分處死刑，但駁回強盜罪之死刑。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後，原先在Furman v. Georgia案中主張廢除死刑之布南大法官(Justice William J. Brennan, Jr.)及馬歇爾大法官(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仍然主張死刑違憲，但其他七位大法官則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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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本案成為7
比2判決。主要理由為死刑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均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謀殺罪判處死刑並非無正當性，亦非過於嚴厲而違憲，依據「代表成熟進步社會演進中之正當行為標準」(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that mark the progress of a maturing society )判斷死刑是否合憲，該標準之指標主要是各州之立法與陪審團之裁決。在Furman v. Georgia案判決後，至少有35個州重新制定死刑新法，另有460名犯人受死刑判決，死刑具有長久歷史，只要避免荒誕及引發不必要之痛苦，並與罪刑相當，仍然符合人性尊嚴。立法機關在衡量是否適用死刑時，並非不允許考量其報應與嚇阻犯罪功能，對謀殺罪判處死刑並非與罪刑不相稱，針對某些極端罪犯而言是合適的
。
(3)Atkin v. Virginia

    1996年8月16日Daryl Renard Atkins 與William Jones 手持半自動步槍綁架Eric Nesbitt，搶取其身上財物後將其載至郊外開槍殺害，Atkins因為強盜、殺人等罪名被判處死刑
。被告智商只有59，相當於心智年齡9-12歲，2002年最高法院判決6比3，認為對智障人犯處以死刑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禁止，但最高法院並未對心智障礙人犯下定義，留給各州立法寬廣之執行空間
。
評析
    首先說明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死刑之見解，在動員戡亂時期，釋字第194號解釋謂：「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販賣毒品者，處死刑，立法固嚴，惟繫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而制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亦無牴觸憲法第七條可言。」此時或係基於立亂世、用重典之思維承認死刑之合憲性。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釋字第263解釋謂：「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蓋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復得依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與憲法尚無牴觸。」釋字第476號解釋謂：「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之罪刑所為之規範，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即無乖於比例原則，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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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意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立法目的，乃特別為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安全之限於危殆。因是拔其貽害之本，首予杜絕流入之途，即著重煙毒來源之截堵，以求禍害之根絕；而製造、運輸、販賣行為乃煙毒禍害之源，其源不斷，則流毒所及，非僅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受其侵害，并社會、國家之法益亦不能免，危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身體法益所可比擬。對於此等行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其規範，當已符合比例原則；亦且製造、運輸、販賣煙毒之行為，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倖，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施，而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要亦有被於公平與正義。肅清煙毒條例…、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其中關於死刑、無期徒刑之法定刑規定，係本於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亦無牴觸。」本號解釋類似採取日本憲法「公共福祉」優先考量之判斷標準，維持死刑合憲之決定。釋字512號解釋再度重申「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對於被告(煙毒犯)判處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則依職權送最高法院覆判，顯已顧及其利益，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亦無侵害，與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綜合上述解釋意旨可知大法官認為死刑制度不違憲。然僅以法律有減刑規定或有職權上訴制度認定死刑合憲，規避死刑本質論之探討，未從我國文化背景、國民法律認知等因素、有無人性尊嚴違反等問題解以闡明，即使結論值得贊同，仍有說理不足之憾。
國內學界主張廢除死刑者，主要認為人性尊嚴所表達人之本質內容應是憲法秩序之基本價值與基本規範，人性價值與尊嚴僅能由民主憲法所描述，但非由該憲法所賦予，更無所謂承認與否問題。人性價值與尊嚴為憲法秩序之基礎，如不承認，則是一種自我否定，民主邏輯上之矛盾，甚而認此為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描述時瑕疵
。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依法律可以「限制」，但不能「剝奪」，死刑為生命權之剝奪，因此死刑制度在我國違憲
。亦有自國際法觀點主張廢止死刑，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之生命權，依法律受保護。任何人，不得任意剝奪他人之生命，但法定死刑犯罪經法院判決者而執行者不在此限。」同公約第2條第2項規定：「於為達成下列目的，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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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必要使用武力時，對於剝奪生命權三項例外：分別是
1、針對不法暴力而以保護人身為目的。
2、為防止合法逮捕或拘留者之逃亡。
3、鎮壓暴動或叛亂為目的，所為之合法行為
。」
    歐洲人權公約乃保障人權之文件，基於生命權之重要性，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審查有關剝奪生命權案件時，必須衡量所有情況，為最詳細之審酌，即法律必須有一定之品質，且其審判機關及審判程序必須是公平的
。此時期仍有限度承認死刑，其後根據1983年4月日28簽訂「歐洲人權公約」第6議定書，該議定書於1985年3月1日生效，此議定書是全世界第一份國際文件使廢除死刑成為法律義務。該議定書第1條規定：「廢除死刑。任何人不得被宣判此種刑罰或受死刑執行。」但第2條亦規定，一國可以在法律中規定對於戰爭或戰爭之緊急脅迫中所犯罪刑處以死刑，且該國有義務將此有關法律通知歐洲理會秘書處
。為達成全面廢除死刑之目的，歐洲理事會會員國於2002年5月3日簽署第十三議定書，於2003年7月1日生效，該議定書第1條規定死刑應予廢除，無人應被判處死刑或受死刑之執行
。1786年義大利西部之突斯展尼首先宣布廢除死刑，1787年奧地利廢除死刑，至2001年止，完全廢除死刑或對普通刑事犯罪廢除死刑之國家計有89國
。
維持死刑者則認為從生存權字面意義探討，不能排除廢止死刑之可能性，許多國民認為維持死刑可以維護社會秩序，仍有大多數國民的「正義觀」認為對觸犯最嚴重犯罪之人，應剝奪其生命，方可保正義於不墜，持此見解者，在我國，甚至在整個東方國家，恐怕占社會民意之多數，所以，要我國的國民接受廢止死刑制度，恐來日方長
。本文認為廢除死刑應考量國情、文化背景、宗教習俗等因素，審慎判斷。
1、自宗教觀言
數千年來西歐國家以基督教思想為文化基礎，人在往生後必須接受上帝審判，生命只有一次，沒有輪迴觀念，且生命為上帝所賜，世俗國家法律自然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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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人之生命。一旦視生命神聖為絕對之理念，自然否定死刑之正當性；反之，亞洲國家之宗教觀則多受死後輪迴觀念之支配，生命不滅，只是某種形式之轉換，例如印度教認為人死亡後應該在聖地火葬，這是一生中最後必須完成之儀式，在聖地恆河火化後將骨灰託付給河水，可以獲得生命輪迴
。善惡有報，可認為死刑是為今世贖罪，為來世作準備。既然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不應准許任何人隨意剝奪他人生命，故意殺人者在否定他人生命神聖性同時，也否定自己生命之神聖性，故對殺人者判處死刑自屬公正而合理。
2、自然主義生命觀
   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思想家，主張生命是一種自然權利，並賦予人生命之最高價值，因此，生命權乃與生俱來，不受國家法律拘束。在國際人權領域認為生命權是不可剝奪之基本權利，死刑屬於殘酷、不人道之刑罰，殺戮不應該成為另外一種殺戮（死刑）之存在之理由
。然而正是為了保護人民之生命權，對於非法剝奪他人生命之人，由國家合法刑罰手段加以制裁，剝奪其生命亦非不具有正當性，因為廢除殺戮（死刑）也不應該成為承認另一種殺戮選擇權（殺人優先權）之理由。人權不應該只是犯罪人之保護傘，在人權的保護傘下也應該顧及受害者及其家屬之人權，判處殺人者死刑當然不能使死者復生，維持死刑制度至少可以避免加害者選擇以自己終身監禁之「自由權」來換取被害者「生命權」之不合理現象。
3、自法社會學角度觀察
    法儒孟德斯鳩認為不宜用法律去改變習俗，法律是制定的，風俗則出於人們之感悟，風俗以人民「一般之精神」為淵源；法律則來自「特殊之制度」。推翻「一般之精神」和變更「特殊之制度」是同樣危險的。法律應當「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相適應」、「在不違反政體之原則限度內，遵從民族精神是立法者之職責
。」盧梭認為「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版上，而是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茲舉二個案例說明法律與社會之互動關係，1920年1月16日生效之美國憲法第18條修正案規定：「禁止在合眾國及其管轄的所有領土內釀造、銷售和運輸作為飲料之的致醉酒類，禁止此種酒類輸出或輸入合眾國及其管轄之所有領土」；「國會和各州均有權透過適當立法強制執行本條款。」1919年10月國會通過國家禁酒令(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 )將「致醉酒類」包括酒精、白蘭地酒、威士忌酒、朗母酒、啤酒葡萄酒等及任何含有酒精、葡萄酒、麥芽或酵素之溶液、液體和混合物。雖然此項法令受到法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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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禁酒團体之支持，但由於該法令與人民習慣相衝突及及實際執行之困難，1933年2月20日憲法第21條修正案生效，該條規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修正案第18條現予以廢除。」美國禁酒令是該國憲法史上一次「高貴實驗」，也是憲法史上最失敗的一次實驗
。
    燃放煙火爆竹為我國民間習俗，隨城市化之發展，燃放爆竹產生諸如人身傷害、環境污染、火災、浪費等社會問題，中國北京市於1982年開始研擬禁止燃放爆竹（禁放）之規定，1986年公布實施「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暫行規定」、1993年公布「北京市關於禁止燃放煙花爆竹規定」，規定北京八城區為禁放區，在禁放區內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准生產、運輸、攜帶、儲存、銷售煙火爆竹。但實際上禁放效果不彰，故北京市擬將禁放列入立法修改計畫，禁放改為限放。美國、新加坡也有禁放爆竹之法律，但均面臨執行上之困難，2004年1月3日新加坡實施禁放34後開始允許部分節日，如除夕夜燃放鞭炮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之實效性繫於人民對法律之認同與信任。
    死刑應否廢除自應考慮風俗、輿論及民情，根據2001年研究統計，台灣民眾有79.7﹪支持死刑，但若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時，則有50.1﹪受訪民眾表示支持；民眾支持死刑之理由為死刑可以達到犯罪嚇阻功效，進而維繫社會秩序，而且犯重罪者應當受到處罰。2006年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民眾76﹪支持死刑，贊成廢除者21﹪，對於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代替死刑」，贊成者53﹪，反對者44﹪。2008年2月法務部公布民調結果，80﹪民眾反對廢除死刑、若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代替死刑」，同意廢除死刑者為56﹪，反對廢除死刑者43﹪
。民意調查之數據僅為參考，因為設計問卷之方式，必然對調查結果有影響。能否以民意公投決定是否廢除死刑仍有討論空間，事實上部分廢除死刑之國家，並非以民意為基礎，1981年法國廢除死刑，國內之民調顯示62﹪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當時總統密特朗認為，法國作為世界人權史上重要之國家，卻是當時西歐唯一適用死刑之國家，不符合法國人民之政治信仰，堅決推動死刑廢除，終而成功
。俄羅斯與南韓以延緩死刑執行，成為事實上廢除死刑國家，俄羅斯於1996年成為歐洲理事會會員國，在此之前加入「歐洲人權公約第6號議定書」，1997年1月29日歐洲理事會警告俄羅斯，如果不能在期限內通過關於延緩死刑判決執行之法律，將拒絕俄羅斯代表參加歐洲理事會，俄羅斯總統於1997年2月27日頒發「簽署歐洲人權公約第6號議定書」之總統令，同年5月6日生效，延緩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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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但直至今日仍有70﹪民眾主張恢復死刑。南韓自1998年至2008年均未執行過死刑，南韓國會於1999年及2004年討論廢止死刑法案均未能通過，根據調查2003年有86.8﹪、2004年有66.3﹪民眾反對廢除死刑
。
目前美國、日本及我國及多數亞洲國家(菲律賓2006年、柬埔寨1989年廢除死刑)在法律上仍維持死刑制度，我國一貫採取死刑犯生命權並非絕對之看法，但目前官方先從除去「唯一死刑」之規定著手，使法官有機會從生命唯一性，基本權利之限制與剝奪，在可達到制裁目的下採取侵害最小原則之比例原則，配合憲法意義下之寬容原則審酌。若判處死刑，仍須特別注意執行之審慎程序及對受刑人家屬之人道關懷。國家對於是否維持死刑制度，若採取價值中立的相對主義，即須以民意為依歸，若大多數人民反對廢止死刑，即應將該意見反映在立法政策上，若以公民投票方式，展現人民意志，國家即應受拘束。反之，若國家採取價值拘束主義時，若認同生命權保障之絕對價值觀，生命權即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內涵或「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成立之基礎者」(釋字499號參照)，不能以民主多數決變更之，憲法第23條，自由僅能「」限制，不能剝奪之法理，死刑則屬違憲
。本文認為所謂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內涵或「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成立之基礎者」必須審慎認定，自國民主權觀念言，如果多數人民認為死刑制度有存在必要，大法官在考慮生命權是否屬於絕對保障之權利時，除參考外國法例、國際條約外，更重要的尊重本國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廢止死刑與否，不是單純的學說選擇或外國法制介紹，更應考慮民意與法制本土化之需求。
二、無期徒刑與人性尊嚴
案例事實
    31歲之柏林警官某甲（被告）在1973年5月13日夜間殺害22歲吸毒者某乙，被告某甲以前曾有販賣毒品之行為，並且受到被害人某乙之告發，某甲為殺人滅口將正在吸毒之某乙從背後開槍予以殺害，因而以殺人罪遭到起訴，弗奧廷地方法院第九刑事法院依據刑事訴訟程序，確認被告某甲為掩蓋罪刑而故意殺人，依據刑法第211條(1975年)，以殺人罪判決被告有罪，但該地方法院對刑法第211條是否違反基本法第1條、第2條第2款、第19條第2款以及結合法治國家原理之第3條第1款之規定存有疑慮，停止審判程序，依據基本法第100條1款規定，將案件移送聯邦憲法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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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內容
    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刑法第211條所規定之無期徒刑，僅限於對處心積慮或為掩蓋其罪刑而殺人之犯罪人實施，若在判決理由中予以明確的限定解釋，則符合基本法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第一法庭認為無期徒刑意味著對當事人基本權利最深刻之侵害，相對於基本法第2條2款所規定不可侵犯及予以保障之人身自由言，現行刑法所確定之刑罰確屬嚴厲。人身自由只有基於特別重要之利益方能加以限制，而對人身自由之終身限制必須經過嚴格之合憲性審查。
    對人性尊嚴尊重與維護乃憲法之立憲原理。自人由人之人格與尊嚴是憲法秩序中最上位之價值。國家權力應當以各種形式來保障人性尊嚴。自由應當是以自己決定自己之發展為基礎。但是不能孤立地看待基本法上所規定之個人自由，此種自由應當是與社會相關並受其約束之個人自由。在此種社會共同約束下，自由不可能「原則上沒有限制」。立法者為保護社會共同生活，必須確立每一個人自由活動之界線。在確立最高正義價值之刑事領域，從刑罰本質觀察，基本法第1條1款規定了犯罪與贖罪之關係。「無責任即無刑罰」應當是憲法原則之重要內容，因此對於犯有重大之犯罪人設立所謂刑罰應當被容許。當然基於人性尊嚴之要求，應當禁止殘酷與不人道之刑罰。特別是應禁止侵害那些受到憲法所保障表現自身價值之權利。從與國家、社會相關聯之基本法第1條1款觀察，對犯罪者施以刑罰，實際上是以國家義務之要求來保障人之最低限度尊嚴。如果根據上述標準審查無期徒刑之作用與內容，則並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第1條1款之情形。無期徒刑是作為憲法之必要補充而被規定的。實際上，無期徒刑很少被完全執行，被宣告無期徒刑之罪犯通常在服滿一定刑期後獲得赦免，但為了維護無期徒刑犯之後續危險性，所產生公共安全性之需要，保留此種刑罰有其必要。對於造成國家共同體危險之犯罪者予以自由之剝奪，對於保護國家共同體自身而言，是不得加以禁止的。但是，在決定犯罪者所具有危險性時，應當尊重比例原則。刑法第211條將「處心積慮」與「為掩蓋其罪行」作為構成「無期徒刑」殺人罪之構成要件，完全可以使用憲法上限定解釋之方法，所以無期徒刑並未違反基本法第3
條1款和第19條2款之精神
。
德國基本法法條
1、第1條
一、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之尊嚴乃整體國家權力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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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此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和不可轉讓之人權是一切社會、世界
和平和正義的基礎。
三、下列基本權利以直接有效之法拘束立法、行政權力與司法。
2、第2條
一、在不侵害他人權利且不違背合憲秩序或公序良俗法律之範圍內，
每個人均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利。
二、每個人均有生命權及身體不受侵害權。人身自由不可侵害。對此
等權利之干預僅得根據法律為之。
3、第3條1款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4、第19條2款
    在任何情形下基本權利之本質內涵不得受侵犯。
5、第100條1款
    法律之有效與否係裁判之關鍵者，如法院認其違憲，則應中止訴訟程序；如係關係於邦憲法之違反，應請求為憲法爭議有管轄權之該邦法院裁判；如果認為違反基本法，則由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如果認為邦法是否違反基本法或邦法是否與聯邦法律相牴處亦適用此一規定。
評析
    為確保國家共同體公共安全，對於犯罪者施以一定程度之刑罰並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並不違反人性尊嚴之要求，這並不表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相衝突時，個人權利必須無條件退讓，其真實意義是經過利益衡量後之「價值判斷」，對受無期徒刑之犯罪人而言，給予假釋出獄之機會，一方面體現刑罰之終極目的為教育刑之理念，另一方面符合保護「最低限度人性尊嚴」之要求，對於基本法相關條文為限縮性之解釋，應該是符合現實社會之正義理念與安全需求。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本條為比例原則之體現，同時表示個人權利並非毫無限制，我國刑法第33條第2款主刑種類中雖有「無期徒刑」之規定，但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依據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無期徒刑執行逾25年，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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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因此在我國之無期徒刑制度，並非一定終身執行，應符合上開維護「最低限度人性尊嚴」之要求。前揭探討死刑部分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6號解釋及第512號解釋均認為無期徒刑並不違憲。
三、身分證按捺指紋案
    86年5月21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8條規定：「人民年滿14歲者，應請領國民身分證；未滿14歲者，得申請發給。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滿14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此項強迫人民按納指紋使得換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是否違反人性尊嚴？
本案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603號解釋中認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國民身分證發給與否，則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對於未依規定捺指紋者，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形同強制按捺並錄存指紋，以作為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其目的為何，戶籍法未設明文規定，於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已有未合。縱用以達到國民身分證之防偽、防止冒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迷途失智者、無名屍體等目的而言，亦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不符比例原則之要求。
因此，大法官認為戶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並予錄存否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規定，與憲法第22條(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第23條規定(比例原則)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其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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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上述戶籍法第8條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按捺指紋涉及隱私權之保障，全世界僅有少數威權或集權國家會採用全面採集人民指紋之作法，例如馬來西亞及文萊已施行。台灣為重視保障人權之民主國家，若實行全面採集人民指紋之作法，將有害國際形象；同時安按捺指紋亦非刑事破案之關鍵，且現今犯罪技術隨科技進步不斷翻新，指紋之按捺及存錄反而促成智慧型犯罪之增長，本來是用為打擊犯罪之用，卻有可能成為栽贓之工具，實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
四、德國航空安全法案例(Luftsicherkeitsaufgabegesetz )

    基於美國911恐怖攻擊之影響，德國國會於2005年1月15日修正航空安全任務法(Luftsicherkeitsaufgabegesetz. BGBI 1, 78 )之修正，該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於情況顯示，飛機將危及人之生命時，若別無他法防禦當下之危害時，得以武器直接干擾之(unmittelbare Einwirkung mit Waffengewalt)。」換言之，於緊急狀況下，為拯救人之生命，允許軍隊以射擊武器對該飛機加以射擊或干擾。即使飛機上乘坐許多人，針對此最後手段條款，引起合憲性討論
。被劫持之客機內可能有恐怖份子，同時也包括機組員與乘客，為了保障（被恐怖份子鎖定目標）建築物內居民之生命，而以犧牲民航機內所有人員生命為代價是否合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06年2月15日判決航空安全法第14條第3項違憲，判決理由指出將被恐怖份子挾持之作為攻擊武器之飛機擊落，有違基本法保障生命及人性尊嚴之要求。基本法35條2項2句及3項1句固然允許軍隊經請求後介入天然災害或特別重大不幸事件，恐怖分子劫機雖可認定為特別重大不幸事件，但基本法並未允許聯邦軍隊在投入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之救難工作上使用特別軍事武器
。本判決根據客體公式(Objektformel)，即一旦人被當作國家純粹之客體，則人性尊嚴便受到干預。在被劫持之客機中無辜的機組人員以及乘客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生命狀態，在此種極端狀況下，陷於完全之絕望，當國家根據航空安全法第14條第3項擊落被劫持之客機，雖然是為了拯救(被恐怖分子當作撞擊目標之)建築物內居民之生命，同時表示機上無辜機組人員及乘客被當成國家拯救行為之客體，因而違反人性尊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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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本案國家一方面必須維護飛機上無辜機組員及乘客之人性尊嚴，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建築物內居民之生命，陷於兩難情況下，可否允許「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為阻卻違憲事由？本判決採否定見解，因為航空安全法之規定忽視機上無辜機組員及乘客也有請求國家保護其生命之權利，此種請求權在該法架構下不僅未獲得國家協助，反而被擊落喪失生命，國家不得採取此種違憲措施以履行其保護義務
。但是在多數人性尊嚴相互衝突情況下，是否可依照緊急避難或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法理，容許國家有適度之「調整空間」？假如被攻擊之目標為核電廠或水壩，可預期傷亡人數為數以萬計時，國家之不作為是否又符合保護無辜平民之人性尊嚴？
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列四種限制條款之精神與日本憲法第十三條「公共福祉」概念相同，當「人性尊嚴」與「公共福祉」相衝突時，如何加以調和？從我國及日本承認死刑合憲之意旨觀察，生命權或人性尊嚴並非絕對不可限制，基於憲法對人權尊重之要求，對人權限制之必要性予以嚴格審查後、在最小必要範圍內得加以限制，因此日本學者將限制人權之正當化事由列舉如下：
1、保護他人之權利、利益
   依據日本憲法第12條、第13條之意旨，公共福祉之內容指每位國民之權利、利益平等地受到保護，對於部分國民權利濫用導致妨礙其他國民權利、自由之情形，在公共福祉之意義下必須對權利濫用加以規制，就國民間之權利予以調整。例如表現自由部分，對於妨害他人名譽、信用、肖象、私生活秘密等言論、出版、報導等自由應受到限制。探討公共福祉與人權矛盾、衝突之調和，若僅在此範圍內加以限制應屬妥當。
2、為確保、維持公共道德與傳統文化
    國民各自人權享有以社會生活秩序之維持為前提，因此必需確保公共道德，為使青少年健全成長，禁止販賣有害圖書或買春行為，維持性道德使上述限制具有正當性。又崇拜祖先之歷史傳統文化，或以此為基礎之宗教感情亦應尊重，因此賭博行為（日本刑法185條、以下為日本法）、挖掘墳墓、損壞遺骸、遺髮(刑法189、190條)、對禮拜處所為不敬行為（刑法188條）等規定均可理解為係維持公共道德及傳統文化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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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保國家機能與安全
   確保國家存續及安全保障、維持憲政秩序乃確保國民人權之前提。因此公務員之守密義務（國家公務員法100條1項、地方公務員法34條1項）、洩漏、蒐集、刺探防衛秘密(日美共同防衛協定等秘密保護法第3條)、公務員政治行為限制(國家公務員法102條、地方公務員法36條)、妨礙公務罪(刑法第95條)等目的均在確保國家利益。
4、實現社會政策目的
    基於社會國家公共福祉之原理，得對於自由經濟為各種政策規制，日本憲法第22條、第29條之公共福祉係針對資本主義經濟之修正，推動各類經濟政策、社會政策，依據金融法、勞動法、社會法等對經濟自由權之限制，使國家對經濟上弱勢者援助法制化，目的在實現憲法社會權之理念，同時也有積極增進人民濟生活福祉之功能，公共福祉之概念亦可從此方面加以理解
。
    類似案例如果在我國發生，憲法第23條「避免緊急危難」條款或可作為政府反恐行為之合憲化依據，但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且在最小必要限制之前提下為之，目前我國並無針對動用軍隊程序、國會監督機制之明確立法規範
。總統在行使憲法第三十六條統帥權時，除宣告戒嚴及發布緊急命令須經立法院通過、追認外
，完全欠缺制衡機制，如果總統不宣告戒嚴逕行出動軍隊鎮壓人民集會遊行、或派遣海軍實施護漁、護航進入外國領域引發爭議時，不能僅以國防法第八條為法律依據
，該條只是組織法上之規定，政府出動軍隊尚須有相關行為法之依據或國會之授權決議。因此在本案例中，由於欠缺法律依據，政府下令攻擊民航機之行為應屬違憲。即使有法律依據，也必須審查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與人性尊嚴之要求。如前所述，德國航空安全法被宣告違憲，德國在聯邦憲法法院認定航空安全法違憲後，各界已有修改基本法之建議，現行基本法第87a條第2項規定：「除國防外，軍隊限於基本法明文規定情形下始得派遣動用。」學者建議修改為「除國防外，軍隊在集體安全保障機構任務範疇內，根據該機構規則，為防止或除去緊急事態、災害及處理國際反恐活動得予以派遣動用。」

德國軍隊過去參與北約軍事行動是否符合基本法上揭規定，曾引起違憲爭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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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恐怖攻擊問題，修改基本法使動用軍隊取得法源，不失為解決之途。我國憲法及國防法宜參考德國法制就如何派遣動用軍隊為明確規定，方能在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間保持平衡，避免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侵犯人民基本權利。
肆、比較憲法研究方法─本土化思維模式（代結論）
    本文採取案例研究之方法，以「人性尊嚴」為中心，比較各國憲法法院判決，作為我國現行法制之參考。同時案例研究法亦可以提升通識課程學生之學習熱忱與課程深度。我國法制深受歐美、日本等國法令及典章制度之影響，身為繼受他國法制之國家，對於比較法之研究誠屬必要且不可欠缺。在憲法領域，從事比較憲法研究，應就比較之方法加以說明，比較憲法學並非單純介紹外國憲法，因為各國憲法資訊眾多，無法全盤列舉，為避免僅是片斷資料之運用，在從事比較憲法研究之始就必須以「目的意識」從事資料蒐集及資訊對比，因而比較憲法之對象乃是憲法「現象」，此「現象」包括支持整體憲法制度（不是個別憲法條文而是憲法整體結構）之政治、社會層面。即所謂對「憲法社會整體之理解
」，所以研究之對象不限於法律知識，當然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等層面。比較憲法之研究方法分為下列三種方式：
第一、以各國憲法條文為比較對象，例如信教自由之規定，各國憲法賦予何種程度、方式之保障、承認國教規定之國家有幾個等的思考方式。此種方式缺點為只能從形式上比較，各國憲法條文規定與憲政實態間總有若干程度差異，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對於人權保障有完整規定，然而，其憲政實狀況未必如此，人權保障可能只是「名目」而已。
第二、從個別條文及制度之實繼功能加以探討，不僅針對憲法條文，也包括對於該國判例、學說之探討，在不成文憲法之國家則應將習慣列入研究範疇，因此，外國憲法判例研究成自然為重點。
第三、自憲法制度如何在政治、社會中形成、發展之角度加以觀察。即前述日本學者樋口陽一教授所稱法現象乃是既存社會、歷史有關事項之比較分析。探討自近代市民革命起所演進之憲法現象。因此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演進所產生之憲政運作變化均應屬討論範圍，各國憲法史亦屬研究範圍，自然形成所謂「比較憲法史」之發展。
    在歐洲國家比較憲法之研究，主要採取上述第一、第二種方法，日本則以第三種方法為主流。日本學者阿部照哉教授將上述第一種方式稱為「靜態比較」，單純對條文及制度之比較。第二種方法為「機能比較」，探討條文與制度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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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第三種方法為「歷史方法比較」
。我國屬於繼受法體系之國家，對於比較憲法之研究方法應綜合採取上述三種方式，例如對於信教自由之規定，自條文出發，探討其實際運作之機制、法院判例、憲法法院判決，同時對於各國社會、歷史之憲政發展過程亦必須一併考慮。在比較外國憲法制度時，必須理解因時、因地制宜之需求，特別是援引外國法制為本國法制之價值取向時，應以「本土化思維」，分析被參考對象國家之憲政歷史背景、文化、民情與我國有何不同？直接援引有無造成水土不服之可能，甚而產生「未受其利、先蒙其害」之可能狀況，例如1956年德國基本法制定當時由於是戰敗國，其軍事法制受到英、美、法等國之約制，與日本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之產生背景類似，我國並非戰敗國，現今我國之軍事法制是否應該全面援引戰後之德、日法制即有深刻思索之空間。
    本土化並非劃地自限或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更寬闊之胸襟接納各國法制之常，去其所短，當然其中「價值判斷」之取向，或許因人而異，建立思辯式模式（deliberate model）正是促進法學思維發展之基本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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